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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流笔谈记录中所见清代中期漂日难民社会活动
———以信仰、医疗、丧葬为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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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学界关于赴日海商在长崎的社会活动研究已较为全面,但对海商遭风漂流至日本各地

获救后的社会活动情况则论及较少。这类人群需在当地生活近半年,以俟风被遣送长崎,其活动因

幕府的严苛救助制度及陌生生活环境,与在长崎时存在较大差异,其中尤以信仰、医疗、丧葬三个方

面最为明显。本研究以乾嘉时期遭风漂流的九艘难船救助相关笔谈记录为中心进行考察,从中可

窥见清中期漂民在救助地的生活状态及其影响。此外,从漂民信仰、医疗、丧葬诉求的实现程度来

看,日本地方对于幕府的制度和规则并非一概机械地执行,其实施有一定的灵活度,尤其对漂民的

医疗、丧葬诉求多秉持生命至上的原则,整体呈现出在“制度”与“人情”之间审慎权衡的特点。

关键词:漂流;海商信仰;中日交流;难民医疗;丧葬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朝在收复台湾后颁布“展海令”以解禁商民出海。大批华人海商开始频

繁往来于东海和南海。日本虽维持锁国政策,但仍开放长崎一地,与中国、荷兰进行特定的贸易往来。

由此,东亚海域呈现出一种“分栖共存”的样态,[1](P12-13)即以和平、互惠为主基调。然而,海上航行多受

气候与洋流影响,天气变幻无常,“间或有台,则骤至如春飓。船在洋中,遇飓犹可为,遇台不可当

矣”。[2](P485-486)这使得东亚海域海难频发。在这一时期,东亚各国逐步构建起基于互助原则的海难救助

机制。尽管各国在具体执行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但仍以遭风难民能够求生有望、顺利遣返回国为目

的,为东亚海域间贸易往来提供了抵御天灾的安全保障。

中日间救助制度的实施,向来是东亚海域海难研究的热点,亦是透视东亚国际关系的重要侧面。松

浦章、刘序枫、孟晓旭等学者已从多角度展开探讨,其观点涉及清朝“怀柔远人”理念下的救助、抚恤、遣
送,[3]中、日、朝官方间漂民问题交涉与文化交流,[4]漂民事件与中日关系、漂民的异国认知等诸方面。[5]

整体来看,现有研究仍以制度考察为主。值得注意的是,航海本身极具风险,船员的宗教信仰往往是其

重要的精神依托,尤其在遭遇海难时更为强烈。加之漂流往往长达数月,环境恶劣、物资紧缺,船员患病

甚至死亡的情况时有发生。因此,难民在漂流与获救过程中,除基本生存需求外,其生活的核心关切可

归纳为三点:信仰如何延续、疾病如何医治、亡者如何安葬。这三方面的研究,既能揭示船员应对海难的

策略与心理,也可探讨救助方在制度约束与人道关怀之间的权衡。此外,将漂流群体的习俗与长崎华商

进行比较,也为在“笔谈”和“风说书”之外理解中日文化交流提供了新的视角。

因漂流笔谈由日本沿海各地区手写记录,并未统一编订,以致多有散佚。目前,日本公私图书馆、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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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馆所藏漂流笔记不下1000种,并多以“漂流”“漂着”“纪行”“笔语”命名,其中尤以内阁文库、长崎历史

文化博物馆、东京大学史料编撰所、日本东北大学图书馆所藏居多。早期整理者有明治汉学家大槻磐

水,编有《海外异闻补》《续海外异闻》等书,但其时学者关注及研究并不多。后有石井研堂所辑录《漂流

奇谭集》《异国漂流奇谭集》等书,这些书的广泛流传,使日本学者开始关注并不断引用。此后,山下恒

夫、荒川秀俊也多有关注整理,但深入展开研究者仍不多。在1985年至2018年间,日本关西大学大庭

修、松浦章等人先后编著《江户时代漂着唐船资料集》(十册),对漂着唐船资料进行了整理、影印及初步

研究,后续松浦章、刘序枫、孟晓旭等学者的相关研究也多据此资料展开。而至此,相关文献资料仍主要

存藏于日本,其在国内的流传范围与学术影响均较为有限。2024年,中山大学林杰祥编《日藏明清漂流

笔记》(十三册)正式出版。此资料集据日本各图书馆、博物馆所藏笔谈抄本,按事件、年代等主题影印录

入,基本保留笔记原貌,同时在各篇笔记前附以简要解题,可以说这是目前国内研究该主题所涉最全面、

最丰富的第一手史料集。本研究亦以此史料集所收录之《巡海录》《唐船漂着记》《游房笔语》《护送录》
《宽政丙辰唐船漂着记》《宁波商船漂着杂记》《文化丁卯唐船漂着记》《漂泊纪闻》《南京船漂着笔谈扣》等
文献中所载乾嘉时期漂至日本之九艘难船为中心,辅以中日文献中长崎海商相关内容记载,以期对以上

问题有所探讨。

一、漂民信仰及其信仰活动

(一)海商信仰分布与长崎唐商信仰活动

据明代《地罗经下针神文》所载,其时船只起航前祭神所涉海神相当广泛,各流派仙师、祖师、本船守

护神灵、各类海洋保护神,甚至今日下降天神、纠察使者、虚空过往神仙、某地方守土之神均在其

中,[6](P23)体现出海神信仰的“万物有灵”特点。至清代《定罗经中针祝文》中所涉神灵仍有此特

点,[6](P109)但神灵数量已明显减少,可见此时信仰体系更有针对性。但祝文毕竟仅是一种祈福形式,为
求吉祥,自然是面面俱到为好,并非真实民间信仰状态的反映。如在以上分类中,最受沿海民众崇信的

应以本船所奉祀神灵为主,即天妃、关帝、土地公、水仙王、观音、龙王等,根据地区的不同则有所差异。
其中,清朝时期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均以天妃影响最大,信众最多。甚至《指南广义》中专有“天妃灵验纪

略”一文介绍天妃显灵及受封之事,并记有请天妃安享、登舟、入庙祝文及“祭天妃仪注”,[2](P465-477)是天

妃信仰扩大、传播的一种表现。

船只在开洋出海前一般举行祭海仪式,大致程序为请神、摆贡品、撒米洒酒、放海生、饮酒吃糕、放水

灯、文艺表演等,[7](P148-149)其中请神环节最为关键。要先敲锣打鼓把龙王神像请到船上,表示接神上船。
请到神灵后,船老大或船主主持燃烛、敬酒、跪拜、祈祷等各种具体祭祀仪式,其他渔民则跟着船老大祈

祷叩拜,以求神灵保佑出海丰收、人船平安。此外,从事远洋贸易者出海后须时时拜谒所请神像。如咸

丰年间《丰利船日记备查》所记:
初三日未刻,……同至楼上,拜天后圣母。下楼,拜关帝。

二十七日,晴。已刻,见五岛山。……即至尾楼,拜天上圣母。
二十八日,晴。……晚间拜仙人。
十二月初一日,晴。辰刻,至将台,拜圣母。

初二日,晴。巳初至尾楼拜迓福。
初六日,阴,小雨。丑刻,……即至将台,拜圣母。
初七日,辰刻,收针,同伙总舵,拜圣母。[8](P247-268)

以上,在出航前拜神灵一次,在航行中共拜六次。其所请神灵并非只有一位,应有天妃、关帝、仙人、迓福

等。此处王荣国认为无关帝,“仙人”为《地罗经下针神文》所列仙人的统称;[9](P148)
 

“迓福”则指福德正

神,《清俗纪闻》中亦载“迓福”以赵玄坛为主神,配以招财、招宝、利市、纳珍四神,即五路财神。[10](P16)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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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其船到达长崎后的四个月间,拜祭海神高达29次,且以天妃最多,表明信仰活动十分频繁。对此类

活动,《崎阳唐馆交易图》《译家必备》中有如下记载:
一切贸易船只俱供天妃神像,起货完毕在船客商将神像抬送往南京寺祭祀,听众商在寺游玩一

日回库居住。[11]

拜妈祖,是往年正月初六,在馆唐人每船三个人,或是五个人,外江番是到兴福寺里去,福建番

是到崇福寺里去,下南番是到福济寺里去,①拜祭妈祖娘娘,一天在里头,叫做年初拜菩萨,这是旧

例,到于今不改了。[12](P419)

以上可见,商船到达长崎后要先将神像送到寺庙寄放,举行祭拜仪式,感谢神灵一路保佑,并在几个寺庙

中定期举办祭祀活动。在长崎的中国商人多会参与,如妈祖会、关帝会:

妈祖会,是念三日天后娘娘的圣诞,三、七、九三个月,三个寺里轮番做。只是一个关帝会是圣

福寺做的,五月十三日,那规矩照三个寺妈祖会一样,那殿里头供养许多东西,排得齐齐整整,好不

丰富。这一日唐人到了山门,早是敲起锣鼓,和尚到门外迎接唐人,请到庙里烧香,礼拜完了,各各

转到方丈来,脱去外套,宽了帽子,吃茶吃酒。[12](P420)

此种祭祀活动,也有唐商聚会、交际的属性,是唐商少有能够走出唐馆进行活动的机会。而妈祖会、关帝

会在崇福寺、圣福寺等寺庙中举行,②说明长崎唐寺已不仅只是单纯的佛教活动场所,因接纳各种信仰

而成为长崎唐商的活动中心,具有祭祀、联谊、救济等自治功能。它甚至成为海商代卖货物、催缴货款之

地。[13]另据童华《长崎纪闻》载,“岛中祀关帝、观音、天妃,其道教祀林九舍”,[14]《长崎图志》中对福济寺

所祀也有描述,“圆通大士像,先自普陀日华庵所输,庄严殊胜,灵验日著。傍设善财龙女及一天将,其制

俱奇。右奠天妃,左奉关帝,又二胁士像,极巨魁,威严赫惊人”。[15](P118-119)这说明长崎信仰是一种分祀

与合祀并存、宗教文化融合以满足多元祈福需求的状态。因此,其拜祭活动可能同时针对数位神灵。除

海神及佛教信仰外,对于孔庙的供养也是海商的责任之一。孔庙(圣堂)为崇祯十二年(1639年)儒医向

井元升将自家宅院改建而成。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后,唐人陆续向孔庙供奉绫罗绸缎;雍正十二年

(1734年)后,供奉砂糖成为定例;此后孔庙的书籍和器物、道具都是在留唐人捐赠。[16]从事长崎贸易的

商船通常在货品清单中专门列出供糖及捐赠物品以备核查,这一点在漂民笔谈资料中亦有体现。由此

可见,祀孔活动本应被纳入长崎地区信仰实践的范畴。然而,与海神信仰同航行安全、生命护佑之间的

紧密关联相比,漂民在遇难后对祀孔活动的诉求几乎未见。
综上所述,长崎华商的信仰活动按其时序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出航前的祭海仪式、航行途中

的日常祭拜、抵达长崎后神像寄放寺庙及相关祭祀、定期举办的妈祖会与关帝会等兼具信仰与联谊性质

的活动,以及回航前再度请神并举行拜祭。这一系列活动,可作为考察漂民信仰实践的重要参照。
(二)日本信仰调查与漂民信仰活动

日本天文十八年(1549年),耶稣会士沙勿略携三名同伴抵达日本南部的鹿儿岛,随后获得当地领

主岛津贵久颁发的传教许可,标志着天主教正式传入日本。与在华传教策略相似,沙勿略等人采取了本

土化方式,主动融入日本文化,包括身着僧衣、借用佛教用语,并创办医院与学校,使天主教在日本迅速

传播,甚至一度渗透至诸多大名领地。然而,天主教的广泛传播逐渐触及统治阶层的利益。天正十五年

(1587年),丰臣秀吉颁布《伴天连追放令》,开始驱逐传教士,遏制天主教发展。至德川时代初期,因与

西方国家保持贸易往来,管制一度相对宽松,天主教得以再度兴起。尽管幕府数次颁布禁教令,但因宗

教传播与贸易利益相互交织,始终未能彻底根除其影响。宽永十四年(1637年),以天主教徒为核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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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长崎,海商并非来自同一省份,因语言习俗差异,结成了若干小组,并建起寺院。规模较大者如江苏、浙江、江西组成的三江系

(外江番),泉州、漳州组成的泉漳系(福建番),福州组成的福州系(下南番),分别与以上寺庙相对应。
如上文所言,天启三年(1623年)开始,各华商派系在长崎相继修建兴福寺(南京寺)、福济寺(泉州寺)、宗福寺(福州寺)、圣福寺

(广州寺),简称四福寺。其中,兴福寺、崇福寺、福济寺称唐三寺,影响较大。前期妈祖神像主要寄放于此三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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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原之乱爆发,幕府深刻认识到天主教对其统治构成的严重威胁。这一事件直接推动了日本锁国政策

的全面强化。与此同时,日本与荷兰、中国的贸易关系日益稳固,降低了对葡萄牙的依赖,为彻底封锁与

天主教国家的往来创造了条件。最终,德川幕府于宽永十六年(1639年)7月5日颁布第五道也是最后

一道锁国令。该令规定:禁止葡萄牙船只来航,如来航则破坏其船,乘务员立即处斩。关于其理由,该令

列举了三条:

  (1)明知日本国禁教,仍有传教者偷渡来日;(2)天主教信徒结党徒,谋邪议(指岛原起义),故而

诛罚;(3)从该国向传教士和信徒隐藏处传送物件。[17](P125)

至此,锁国体制已完全确立。日本当局对来航商船及遇难船员的宗教审查随之日趋严格,甚至成为决定

是否施以救助以及采取何种态度的最关键准则。出于厉行禁教政策的考量,各地在开展救助时,均会多

方询问漂流民的宗教信仰状况,以防天主教信徒混入。相关询问结果会形成信仰申报书,随其他救助文

书一并呈送长崎。从现存笔谈记录来看,部分中国漂流民的漂着地点、籍贯及其信仰分布情况如表1所

示。
表1 日本对漂民基本情况调查内容统计

难船 人数 性质 船只属地/船员户籍地 漂到地 所见神像 信仰分布

乾隆十八年南京船 71 长崎贸易 南京/未见 伊豆 妈祖像 /

乾隆三十三年新万源号 21 国内贸易 福州/均为福州人 纪州
妈祖(千 里 眼、顺
风耳)

/

乾隆四十五年元顺号 79 长崎贸易
南京/福建67、浙江

3、江苏8、广州1
安房

妈祖(千 里 眼、顺
风耳)

妈祖39、关帝20
三官20

乾隆五十四年安利船 77 长崎贸易
南京/福建63、浙江

10、江苏4
土佐 载有敬神之事

妈祖28、关帝10
三官14、观音25

嘉庆元年潮州商船 14 国内渔船
潮州/均为潮州澄海
人

仙台
图中 见 天 白 宝 殿
(四船神两门神)

/

嘉庆五年万胜号 86 长崎贸易
宁波/福建49、浙江

33、江苏4
远江

图中 见 妈 祖 与 两
随侍

/

嘉庆十二年金源盛号 89 长崎贸易
宁波/福建60、浙江

15、江苏14
下总

妈祖 及 三 位 护 从
神

/

嘉庆十三年崇明县郁长
发号 13 国内贸易

崇明/崇明10、上海

2、吴松1
土佐 要求还愿 /

嘉庆二十年永茂号 90 长崎贸易
南京/福建61、浙江

23、江苏6
伊豆 要求还愿

妈祖21、三官24、
关帝24、观音21

从表1可见,漂流难船的性质主要有三类,即长崎贸易商船、国内渔船及国内贸易商船。基于长崎

贸易的相关规定,前者在清中期后均从乍浦港出航,普通商船与渔船的出航地则并不固定,多为船员籍

贯所在地。难船的漂到地广泛分布于日本关东、中部、近畿、东北及四国等面向太平洋的沿岸,而无一例

见于日本海一侧。这些地点绝大部分处于日本暖流(黑潮)及其分支的影响范围之内。据此可推断,船
只自福建、浙江等地启航后,若遭风失控,便会受黑潮这一强大自然动力驱动,先向东、继而向北漂流。
这条航线最终将失事船只及船员带往琉球、日本九州,乃至本州太平洋沿岸的核心区域。这应是当时难

船漂流的基本路线。此外,从船只属地与船员籍贯的关系来看,从事长崎贸易的商船,其船籍与船员户

籍之间并无显著关联;而从事国内贸易的商船及渔船,其船员则多来自同一地域,甚至属于同一宗族。
在赴长崎贸易的船员构成中,福建、浙江籍人员占绝大多数,其中福建籍船员常超过总数一半,甚至可达

三分之二。这一地域分布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船员的整体信仰结构。船上普遍供奉的神像以妈祖

为主。安利船虽未在记录中明确提及神像,但由于神像不属于贸易货物,通常不列入货品清单,相关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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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仅能通过笔谈内容间接了解,船中亦有供奉。万胜号的笔谈记录同样未提及神像,但在日方所绘图像

中出现了妈祖及两尊随侍像。此外,在元顺号、永茂号与安利船的漂民名单中记载了每位船员的信仰情

况。数据显示,船员信仰以妈祖、关帝、观音及三官为主,其中信仰妈祖者最多。这与前述船员以福建籍

为主的构成密切相关。关于中国民间信仰的整体情况,日方在问询中亦多有涉及。漂流民的回答大多

涵盖妈祖、观音、关帝等。例如,日方询问崇明县商船时问所祀何神,答曰妈祖,后又追问是否崇敬观音,
答曰天后圣母娘娘二神两仪。之后问其宗旨,答曰:

西北如来佛、东官(观)音人敬,中圣母船敬,西关帝生意,南寿星寿元,北大王太平,天下人共敬

孔夫子。[18](P317)

此回答内容周详,虽诸神方位之说并非定论,然其所述庇佑职能则大致无误。由此亦可明晰海商多奉妈

祖与关帝之缘由:一在于祈佑航程平安,二在于谋求生意昌隆。另言天后圣母娘娘“二神两仪”,是部分

地区妈祖信仰与佛教信仰融合的体现,即认为妈祖是佛教观音菩萨化身、观音菩萨赐生、观音菩萨的胁

侍龙女等。[19]当然,晋唐以后观音菩萨已经具有海洋神灵属性,被航海人群奉为保护神。[20]可见,日方

通过问询基本可了解中国江浙、福建等地区民众的信仰情况,同时也推动了以妈祖为代表的中国海神信

仰在长崎之外等地的传播、发展。
日方在掌握漂民的信仰情况后,本应对其信仰行为表现出更多的关注与理解。然而,受锁国制度制

约,幕府对船舶及漂民活动实施严格管控。例如,日本宽永十六年(1639年),幕府发布港口法度,规定

日本领内各港口“自然异国船着岸之时,同如先年定例,速查清船中之人数,不许上岸,即速送遣长

崎”。[21]甚至个别番也明确规定:“等风候潮而泊船之际,不论城市村镇港湾,一概不可登岸,倘有非常之

事不得不登岸则临时别有处分。”[22](P240)在此类严格规定之下,中日双方就信仰活动进行的交涉并不顺

畅。总体来看,漂流民的信仰实践及诉求与长崎华商并无本质差异。然而,由于他们在海上漂流期间生

死未卜,获救后往往将脱险归因于妈祖等海神的庇佑,因此产生强烈的还愿祭拜需求,与日本部分地区

禁止漂民上岸及自由活动的规定相抵触。具体情况如下。

1.还愿诉求

在遭遇风暴或漂流于海上时,船员为祈求平安,通常会举行祭海仪式,向海神许愿:若能获救,将进

行苦修、捐资等还愿行为,以期感动神明,护佑其脱离险境。这点在普通海商中也有体现,如《译家必备》

中所载:“因为小舟这遭在洋中遇风遭难,那时许下的愿心,多谢菩萨庇佑,人船平安,所以今天出来烧

香,酬谢菩萨,本该早两个月出来拜菩萨,只因进港以后,事情很多,忙了几个月,今日才得出来

了。”[12](P421)其所遇风浪未至漂流,因此还愿也并不着急。相比之下,漂民对待还愿则更为迫切,如永茂

号船员刚获救时便对日方表示要上山讨饭、拈香还愿,但因有不准下船之规定而未得到日方准确答复,

此后又多次催促:
正月初三:本船在洋中遭遇恶风,告许神前讨饭,愿今日请上山。(涂改二字)未承蒙官令之命,

而轻不能许。他日迟官令之命下,应许上山完愿,暂在于此计日。
正月初八:此船遇暴风时在洋,神前告许收港之后上山讨饭数家,况现有数日尚未完愿,心内不

安,虽官令之命未能准下,祈禀大头目恩准本船上山。
正月十一:神前告许讨饭愿,但告许之时抛椗内港即于申明上山,但贵处国法严禁,不敢勉强再

四催促,但许愿之后养发斋戒,但此系现已日久,不敢开戒,还愿之后亦可剃发开戒,禀上即准上山

为感。[18](P365-446)

船主于正月十一日再次提交申请,将参与还愿的人数由全体船员缩减为杨秋棠、陶粟桥、严立富三人,所
需物品亦简化为竹篮、饭碗各一个,香烛十支,其诉求已明显降低。然而,日方仍回复再等一两日,并答

道,本朝唐人上陆之事甚在难矣。另从日方与漂民的沟通来看,日方并非完全拒绝,并将此事多次上报

浦贺属吏等待命令,在理解与规定间斡旋。崇明县商船在获救后也有此请求:岸上可有神庙在,船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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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愿,庙上进香。答曰请须臾待之。这显然和永茂号所遇相同,但诉求远无永茂号强烈,未再提

及。[18](P301)这说明获救后能至寺庙还愿是多数漂民所盼望的。

2.神像寄放

如上文所述,各船普遍供奉妈祖神像,抵达长崎后通常会将神像送至寺庙寄放,并请僧人代为奉祀。
若漂流地设有寺庙且当地接受此类信仰,漂民亦会尝试采取相同的做法。如乾隆十八年(1753年),南
京船漂到八丈岛时损坏严重,救助方将船员移至日本船合和丸、大杉丸中。因此,佛像也需转移。船主

便向日方提出:
问:天后圣母意欲请上海云山长乐寺内供奉,未知可否。

答:天后圣母欲请上长乐寺尤然,可任其意矣。
后又言:宗福寺、长乐寺,每寺为祝香烛之敬,欲送白糖。[23](P294-297)

值得注意的是,日方虽同意将妈祖像寄放于长乐寺并接受了漂民供奉的白糖,却仍禁止其登岸,致使正

式祭拜活动无法举行。虽禁止上岸多为常例,但允许寄像而不允许祭拜,在漂流救助中实属鲜见。此或

与该船漂民自身祭拜诉求不强有关。神像能否寄放,实则受寺庙态度与地方救助政策等多重因素制约。

3.常规祭拜

祭拜活动诉求相较于寄放神像诉求明显要多,其仪式因漂民能否上岸也有所不同。能上岸者,如万

胜号在被救助后提出“往于天后圣母之处焚香拜年可否”,因万胜号船员被分到挂川、中泉两地安置,须
得两处官府同意,即言:“既告青山司农曰评挂川有司,而候中泉县令之令,后往焚香拜年可也。”[24](P269)

诉求达成较为顺畅。金源盛号则待遇更优:
船员:明日三月朔,我早有此心欲于求佛拈香祷祝平安早为到崎,如人数多请减去数人也可尔。
回复:余意欲众人所愿,合须减之。[25](P231)

日方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支持其拜祭行为,只是要求勿喧吵,不可滋事。而难以上岸之漂民,也不忘拜祭,
如三月二十三日妈祖诞辰之时,永茂号船员向官员请求鲜鱼60条、腌鱼100条以敬神,最终官员给予

50条腌鱼。[18](P359)该船船员在漂流及被遣送期间,几乎每有节日、神佛诞辰,都会祭神,并未因不能上岸

而停止。安利船在被遣送长崎时,船员分乘权现丸、利德丸两船,因权现丸上线香短缺,便请求从利德丸

取回二束,用以敬神,也可见其拜祭行为如上述《丰利船日记备查》所载般日常化。
综上,漂民的信仰活动并未因海难中断,反因感念神佑、劫后余生而愈显频繁,其相关诉求亦更为迫

切与强烈。漂民的信仰活动主要体现为要求还愿、请求寄放神像与进行常规祭拜三类。获准登岸者,其
活动相对正式且频繁;受限上岸者则多有制约。总体而言,救助方在处置相关诉求时,多能理解其信仰

需求并代为转呈。正因如此,即便部分诉求未能得到满足,也几乎未产生因信仰问题所引起的严重冲

突。
同时,漂民的信仰活动显然促进了妈祖等信仰在长崎及其以外地区的传播。“长崎的妈祖祭祀活动

逐渐将日本的本土人士带入进来,成为中华文化深入日本民间、不断扩散的一大标志。”[26]相比之下,漂
民信仰活动虽达不到此种效果,也至少使日本民众了解妈祖等信仰情况,增加了文化交流和传播的可

能。

二、漂民疾病医疗与丧葬仪式

(一)漂民疾病防治与医学文化交流

因海上环境恶劣且船只无法随时与陆地取得联系,船员患病后的医治问题一直是海上航行必须面

对的难题。一般情况下,若船舶沿近岸航线航行,可择机靠岸寻求治疗;而从事远洋航行时,则往往需要

配备随船医师以应对突发疾病。例如,郑和下西洋时便有记载:“计下西洋官校、旗军……医官医士一百

八十员名。”[27](P1)然而,从事中日长崎贸易的海商,与上述两种航行情形相比,仍有其特殊性。其一,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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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较短。从宁波、乍浦等地至长崎约十五天可达,若无海难,仅需准备日常药物,故额外聘请船医显得奢

侈。其二,途中无法求援。由于日本锁国政策,航线沿途无法停靠,即使经过日本海域,也难以与日方接

触以寻求医疗帮助。这就要求部分船员具备一定的医疗知识,并准备相应药材,以备急病时所需。一般

情况下,赴日贸易各船几乎均载有槟榔、天门冬、大黄、黄芩、白芷、山楂、鲨鱼皮等药物,虽其主要作为对

日贸易的商品,但需要时也可取用。例如,槟榔可驱虫消积、行气利水、截疟,白芷可散风祛湿、通窍止痛

等,[28](P1845,182)对于防治常见航海病有一定功效。据张兰星统计,明朝时常见的海药已有槟榔、豆蔻、龙
脑、木香等,[29]这些药材被用于应对海上常见疾病。另外,部分中日贸易船只备有人参,《神农本草经》
记载其“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久服轻身延年”,[30](P44-45)可被应用

于涵盖急救、补虚等的多个领域。船员若患急症可用人参来应急。乾隆十六年(1751年),咬留吧③船主

郑青云护送日本漂民回国,其中漂民传六患病,“因传六久患痢疾,多方设法配用人参,调养服侍”。[31]
 

另,永茂号虽备有人参,但其向日方提交的药品请求清单中仍列有人参一项。乾隆十八年(1753年),南
京船与嘉庆十二年金源盛号的货品清单亦载有此物,但数量有限,仅一匣而已。这足见人参乃当时船员

自疗或用于馈赠的常备之物。然而,限于其常规储备的规模,实难应对海难后漫长漂流过程中复杂多变

的危重病症。

相较于半个月的常规航行周期,遭遇海难的漂民不仅染病概率大幅提升,罹患疾病的种类也显著增

多。患病后的医治方式一般分为以下三种:第一,利用船中药材自行医治;第二,已确定所患何症但缺乏

相应药材者,在被救助后,可根据药方向日方求取药材医治;第三,请求日方派出医官诊治并进行相应治

疗。即可分为漂民自治与医官他治两类。表2为漂民笔谈中所见漂民患病症状及诊治情况。

表2 漂民患病及诊治情况表④

患病症状 诊治情况 治疗途径

腹痛、发热、不思饮食、虚弱 痢疾 先自治后请医官

身体发热疼痛、不思饮食 湿邪犯胃 医官

喉痛、嘶哑 湿痰 医官

头痛、喉痛 风毒 医官

眼痛 风眼 医官

头上结块、不疼不痒、吃食不舒 痰结、风湿 医官

呕吐、头痛肚痛腰痛鼻燥 中暑 医官

身体消瘦、心情烦躁 缺乏运动 医官

在以上几种病症中,痢疾多因饮水、饮食不洁所致。漂民在海上漂流时获取淡水相对困难,同时食

品可能发霉、变质,导致痢疾多发,一般在得到救助后能有所缓解。其余几种病症则多有共性,如湿邪犯

胃,“湿胜则濡泻”[32](P57)多因久居潮湿环境,湿邪由表入里,困阻脾胃;湿痰、痰结则见《存存斋医话稿·
卷一》———“痰属湿,为津液所化。盖行则为液,聚则为痰”。《医林绳墨·痰》亦说:“或因风寒暑湿之外

感,或因七情、饮食之内伤,以致气逆而液浊,则痰症成焉。”[33](P556)内生风毒则多因体内血热或湿热郁结

日久,化为毒邪。这说明其致病原因多与“湿”“热”相关,具体原因有两点:一是如前所述,按幕府规定,

漂民一般不得上岸,因此从救助日起到出发被遣送长崎的近半年时间内,漂民必须一直居住在船上,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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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咬留吧指印尼的巴达维亚,即今日的雅加达。日本把东南亚出发的船只按照出港地区分为东京(河内)船、安南船、广南船、占城

船、柬埔寨船、暹罗船、宋居劳船、大泥船、麻六甲船、咬留吧船、万丹船、台湾船。实际虽以地名命名,但该地名未必就是当年出港的地

方。
主要据《巡海录》《二邦远志录》中所涉漂民疾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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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上极为潮湿,且多发霉蛀,长期居住难免患病;二是在遣送长崎路上,漂民必须进入船舱中,不能随意

走动,而其时一般为四五月份,船舱狭小,天气炎热,易因暑热而病。例如,安利船在遣送过程中,其船主

朱心如就向遣送人员提出:“五月大夏,天气炎热,唐人三十三人在舱中恐生疾病。”[34](P363)他要求到船头

纳凉,被护送人员告诫不可剧动、戏谈后,方才允许。此外,漂民在船上活动范围较小,缺乏运动,加之思

乡心切,忧思成疾也多常见。南京船曾为病员向日方请求:“病人今日比此前甚好,只是心烦燥闷,故而

要先上岸调理”“今病人刘盛谦,意欲先上岸,再三恳求,为此仰祈先生转启御公。”[23](P356)病员最终获准

上岸入住房屋调理。综合以上,亦可推见漂民居住环境之恶劣。

因此,漂民患病多由漂流时的恶劣环境与救助期间的严格管理所致,此二者皆为普通海商所未历、
亦超出其日常医疗准备。就以上所述难船事件观之,漂民获救后虽疾患多发,但因得日方医官诊治与药

物供给,故鲜有致死之例。相较之下,危及性命的重症,多属漂流期间所染,即便撑至获救,亦往往病入

膏肓,回天乏术。
明清两代,中日之间的医学交流途径十分有限。明朝时期,日本以遣明使的派遣为代表,通过赴明

留学、医书输入及编撰、药材进口、名医物语等方式,为室町时代的汉方医学繁荣奠定了基础。[35]清朝时

期则渠道更少,主要通过长崎贸易中所携医书及随之而来的“渡来唐人”中的医师来进行医学交流。《长
崎渡来儒士医师等事》便记载了陈明德、朱子章、周岐来、赵淞阳等人渡日行医之事,[36](P304-305)《通航一

览》中也记载了朱子章赴日后致日本医官有关医学交流的文书。[37](P462-463)这些医师在长崎或留居一段

时间或定居,对中医知识的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然而,此传播多只在长崎及周边地区,对日本其他藩

国影响有限。各救助地对漂民的医治本身也是一种医学交流形式。虽然其实效与影响远不及专业医师

赴日,但在长崎等主要交流渠道之外,这些漂流地也起到了文化辐射的辅助作用。
乾隆十八年(1753年),南京船中船员因有痢症,请求日方给予药材,开出的药单便有黄连、黄芩、生

白芍药、山楂肉、枳壳、紫厚朴、槟榔子、青皮、当归、甘草、红花、地榆、桃仁。[23](P315)该方剂由清热燥湿、理
气导滞、活血化瘀及凉血止血类药物组成,主要适用于治疗湿热蕴结、气滞血瘀导致的肠道疾患,与痢疾

较为对症。此方与清朝医书《验方新编》中所记痢疾之方完全相同,[38](P240)而此书以载录民间验方、偏方

为主,可知船员医疗经验之来源。相比之下,乾隆十六年(1751年)咬留吧船只所遣送日本漂民传六患

痢疾后,船主遍请名医所开药方分为以下三种:
人参、白当归、黑姜、白术、白芍药、柏子仁、白茯苓、大熟地、小甘草、炙甘草、栀子、三贴(加黑枣

三枚)
白当归、青皮、麻子仁、生白芍药、半夏、藿香、石斛、川厚朴、红壳芽、生木香、枳壳、三贴(加青竹

节一团)

大白术、白芍药、补骨脂、白茯苓、山药、肉果、干姜、煨木香、吴茱萸、制川附子、车前子、二贴(加

煨姜三片,锅焦汤煎药)[37](P479)

从药材看,三方分别以四君子汤、四物汤、四神丸为基础。医师结合病症特点加减药物,体现“辨证论治”

原则。第一方适合气血不足、寒热夹杂的复杂病症;第二方适合气滞湿阻或兼肠燥;第三方则专治脾肾

阳虚、久泻不止。可见,各方医治痢疾的同时兼顾痢疾所导致的体虚,气血不足,较为复杂。[39](P148-163)这
或许是由于传六病情本就严重,需要更全面的调治,而中方在医疗资源与诊治投入上亦具备相应条件,

不仅有名医参与,药材配备也更为充足。相较之下,南京船漂民所提出的药方则显得较为单一,仅针对

痢疾症状进行对症治疗。这或因漂民虽有一定医疗知识储备,但多限于日常经验,以致疗效不显,终需

再次央求医官诊治并上岸疗养。这四则中方所拟药方皆载录于日方文献得以传世,无论效用如何,均在

客观上促成了医学知识的东传与交流。
相对于普通药方的交流传播,偏方的交流则更引人注目。例如,护送安利船漂民时,随船日本医官

泰和鼎问船主朱心如:“足下若有藏方,今新著之书,幸赐一览。”朱心如答:“仆奉命至崎贸易,故不带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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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34](P519)虽如此,其船员张谟弟仍向泰和鼎谈及一偏方“百日疮单方”:

张谟弟:菜油煮滚,如乱头发、鸡卵、烧酒和调,其酒在口内,其渣缚在痛处,二三服其效如神。

泰和鼎:今贵邦之医亦用之乎,抑里间之奇方耶。

张谟弟:虽里间之方,乃海外仙传奇方。

泰和鼎:其分量如何。

张谟弟:梳落乱发(少),菜油、烧酒各一盏,鸡卵(二),疮色若红,此方无效矣,百日而后可也。

足下国手,休得取笑是幸。

泰和鼎:谨受惠多谢,此外尤有珍方请示之。

张谟弟:足下以能问于不能,不亦然乎? 前所言内外,俱已不知,惟百日疮颇知之。[34](P529-532)

菜油可作为溶剂和基质,用于润滑或拔毒。乱头发可能指血余炭(煅烧后的人发),烧灰疗疮,可止血长

肉;鸡蛋卵白涂疮,清热解毒;卵黄熬油,敷治疮癣;烧酒则外用消痈杀毒。[28](P2928,2604-2605,1557)由此可见,此
方有一定中医药理支持及功效,应在民间有所应用,但仍以消炎、消毒为主,若不辅以内服药物,难以根

治。它作为偏方较为合理。与此相类似者如《验方新编》中所载“鸡蛋油”:

此油最能杀虫,诸疮破烂,痒不可忍,或不收口者抹之,大有神效。鸡蛋数个,整个煮熟,去白用

黄,干煎枯焦,以滚开水半茶盅冲入,油浮水面,取出。冷透火气,听用。[38](P498)

泰和鼎对此兴致盎然,进而追问是否另有珍方。这足见其主动探求中国医术的积极态度。此外,漂民与

日本儒者笔谈时,涉及医学知识的交流亦颇为多见。例如,日本儒者与金源盛号漂民交流时提到自身病

情,漂民也分享所知偏方:

问:我胸痛强,痰血交吐,手足冷,食味失,欲速得卿书以归堡加治。

答:文驾之病肺痨之症,唐山以陈芥菜酒日日饮之,其病即释。[25](P226)

另有日本儒者询问万胜号漂民:“世间医员为魁先生姓名谓之何? 病有绝倒吐喘沫一时而醒,医□百方

不能治,唐山有之乎? 病有□发妄言或挥刀或骂人或走四方而不知止,唐山谓何病? 有之传子孙,无治

方,罕有破血而治者。”[24](P331-335)漂民一一回答曰羊癫疯、疯癫症、肺痨。由此可见,漂民虽缺乏系统医

学知识,却谙熟此类民间验方,故双方在此层面的交流应颇为频繁,相关方药亦借此东传日本。
(二)漂民安葬诉求与丧礼仪式

万历三十年(1602年),赴日的唐商以悟真寺为唐商菩提寺,并获幕府赐地数百亩,因此修建唐人墓

地。长崎最早的唐人墓地由此形成。十七世纪前半叶,当唐三寺建立后,去世的唐人分别埋葬于唐三寺

的唐人墓地。[40]
 

其葬礼仪式也多由僧人操办。对此,《译家必备》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敝亲某人不幸殁了,今日在宝刹买些葬身之地殡葬,多蒙和尚种种费心,生死感激不浅,更要拜

恳替他造立一个石牌,那石牌的样式,是明日馆里送出来,一概使费、地租,明日一并照数奉上。再

过六天,弟子同朋友又要到宝刹诵经一天追(荐)他,少不得打搅宝刹,相烦! 相烦![12](P423)

结合以上所见及其时丧礼仪式,唐人身故后的丧葬大致遵循以下流程:首先,禀告长崎唐通事官邸,由官

邸差遣头目前来检验尸首;验毕,方可入棺盛殓,并举行亲朋祭拜活动;之后,须由船主或亡者亲戚与值

日通事具结画押,方能进行送葬。同时,送葬前要向寺庙买定墓地,请求僧人进行诵经超度,造立石碑

等。丧礼时,灵柩前一般放高桌,供奉三牲⑤以及各类山珍海味、鲜果之类贡品,奠酒焚香,子孙侍于柩

旁,吊客前来行礼,丧主就位答拜。[10](P467)显然,在长崎身亡者,因受唐馆管理限制及在留长崎亲朋有限,

其丧礼仪式较国内多有所简化,但整体流程大致无二。此流程亦对漂民丧葬仪式有较大影响,漂民在救

助方规定及环境允许的范围之内,尽可能地维持应有的丧葬礼仪,以寄托哀思,表示对亡故同伴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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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三牲有大三牲和小三牲之别。大三牲多为牛、猪、羊。小三牲多无牛,即鸡、鱼、猪或鸡、羊、猪等,民间信众多根据自身经济情况组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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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金源盛号相关笔谈记录中有较为具体的记载。

1.请求安葬及墓地选择

金源盛号随使张元林在漂流时病故,被救助后便向日方请求能够就地安葬。其言:“装载木桶一只,
寔因不洁,尸骸难以携带,意欲就葬于贵国山上。”[18](P157)漂流时为农历腊月,天气较为寒冷,尸体放置木

桶内能够保存一段时间,但被救助后仍要数月才能前往长崎,就地安葬为最佳方式。前述咬留吧船遭风

后也遇到此类情况,其船员被索路打伤,立刻身亡,便向日本天草藩地方有司请求:“今欲买棺殡葬贵地,
伏祈老爹转启王上委员置办棺木收殓,就此地葬,则感不浅矣。”[31]另关于具体葬于何处,金源盛号也有

表述,“本船随使尸身,蒙谕葬所领悉,谨此择葬于真言寺”,[18](P159)但实际最终安葬在威德寺中。金源盛

号另有一名水手陈纯使,在漂流期间患病,虽经多方医治但未见好转,遂请求移居岸上继续调养。日方

最终予以批准,但陈纯使上岸后不久仍不幸病故。其遗体依照此前张元林之例,同样安葬于威德寺中。

2.丧仪

安葬地点确定后,便着手筹备丧礼事宜。其一为送葬仪式,张元林落葬时,因难船甫获救助,管理甚

严,仅允许两人参与送葬,且仪式结束后须立即返船。至陈纯使治丧时,送葬人数已增至二十人。其二

为省墓祭拜,相关内容在船主请求祭拜的文辞中有具体记述:
禀葬尸人张元林埋葬之时,本因用三牲礼,因客中不便,假用香烛、冥衣、大金、受百果内装食

物,聊表以代其意。今日即往寺中拜佛烧香,叩谢世尊菩萨恩准所求,则感不浅矣。随带红烛、绵

香。[25](P94-95)

本船目侣陈纯使病故,蒙恩葬于威德寺,今日因葬后三朝之期,照唐山规矩往墓看视,名曰覆

墓。……计开省墓唐人:唐人十人,受百果二架,香烛、大金、冥衣二扎。[18](P203-204)

可见,无论是殡礼还是省墓祭拜,均未采用三牲贡品及奠酒焚香的仪式,仅以香烛、冥衣、纸钱、百果等物

品作为替代。整体而言,其丧仪虽较中国及日本长崎地区的常规礼仪已有显著简化,但在仪式流程的安

排上仍体现出对丧葬礼俗的郑重遵循。

3.墓碑、神位

与长崎唐人请寺中和尚造立石碑相同,漂民也乞请威德寺大和尚成铸碑记,其载:“本船之随使张元

林、水 手 陈 纯 使 殁 后 禀 准 葬 于 贵 地 威 德 寺,虽 已 入 土 葬 毕,其 二 位 墓 碣 尚 未 设,伏 乞 大 头 目 转

禀。”[18](P208-209)后被准许由该寺僧人刊石立碑,用长石为之,与日本墓石同。其碑文如张元林之碑,“清
故唐人无锡张元林之墓(大清嘉庆十二年春二月葬于此地)”,[25](P77)内容较为简略。相比之下,神位所

载内容则十分详细,从时间来看,或为八年后追思所立。张元林神位内容具体如下:

大清嘉庆十二丁卯年

清故唐人张元林之神位

春正月十有三日

维文化四年春正月,大清国浙江之商船漂到铫子港,通船八十九人,内元林浙江人,丁卯正月十

三日洋中身故,二十八岁,寔公命成葬于威德寺,曾平将常阴厅司役而其功不唐损,是岁乙亥五月将

俊追远而感其趣,请予欲置牌于持佛之侧,慰子孙而已矣。
威德住天惠志[24](P508)

其内容大致涵盖身故原因、时间、籍贯、年龄及生前职事,陈纯使之牌位除个人信息外,内容相类。由此

可见,较之信仰诉求,日本对安葬及相关丧仪的支持更为切实。虽较长崎仪式更为简化,但基本流程皆

得完成。同时,相较于仅存于笔谈的文字记录,能在长崎之外留下唐人墓碑与神位,实为锁国体制下中

日文化交流的有形见证。寻常日本人礼佛祭拜之时,亦能得见昔日唐人之迹。
 

此外,漂民在丧葬仪式中呈现的信仰取向,与前述海神信仰有所不同。航海守护以妈祖为主,其还

愿活动亦多指向妈祖;而在丧葬礼仪方面,则明显呈现出佛教信仰的特征。无论长崎商人的打醮超度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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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还是漂流难民的丧葬安排、墓碑神位设置,皆显示出在多元信仰体系中,人们根据现实需求选择相应

崇拜对象的实用特性。同时,与主要局限于长崎地区的妈祖信仰相比,佛教在日本社会已根基深厚、传
播广泛。因此,漂民在实施佛教相关的丧葬仪式时,能够获得更多制度层面的接纳与便利。

三、结语

概言之,清代中期漂民在救助地的社会生活与对日交涉呈现以下特点:其一,信俗为先。其诉求虽

受日方政策限制,仍在制度允许范围内竭力维系自身信俗。在信仰方面,不允上岸则在船祭拜,允上岸

则赴寺还愿;在丧仪方面,不允上岸则求葬于岸、托僧代办,允上岸则筹办丧葬、立碑设位。这可见其行

事原则为:条件允许则尽力合仪,否则简化办理,鲜见全然放弃信俗、俯仰由人之例。其二,文化自信。

此尤体现于医疗交流中。除自称“百日疮单方”为“海外仙传奇方”外,漂民常论及中国医书、名医,能辨

病症、析病因,乃至为日方人员提供民间验方,对本国医学成就深感自豪。其三,推动文化传播。信仰问

询、丧仪活动及医学交流,均促进了相关文化在长崎以外地区的传播。笔谈纪事以文献存世,墓碑神位

以实物留存,共同成为中华文化域外传播之明证。

此外,从漂民诉求的实现程度观之,日本地方对幕府的严苛制度并非机械执行,而有一定灵活空间。

它整体上对漂民信俗多予理解,然而对信仰活动的容许范围因地而异、限制较多,或与妈祖等信仰在日

传播程度及地方官员态度相关;而对医疗、丧葬诉求,则多本着生命至上的原则,积极提供医药、派遣医

官,甚至允许病人上岸疗养,丧事亦尽力支持。由此可见,日方救助虽以严格管理为主,但在处置具体诉

求时,实则在“制度”与“人情”之间不断权衡与综合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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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ile
 

schola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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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ocial
 

activities
 

of
 

Chinese
 

maritime
 

merchants
 

in
 

Naga-
sa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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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vely
 

comprehen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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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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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shipwrecked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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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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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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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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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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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thermore,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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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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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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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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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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